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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物质炭因其具有的特殊理化性质施入到农田中能够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及促进作物生长，已经

成为农业减排和土壤微生态系统生物氮素地球化学循环领域的研究热点。生物质炭作为土壤的外来物质，直接或间接

地参与到土壤氮素的周转过程中，进而对土壤中氮素的存在状态和供应能力等产生长远的影响。本文综述了土壤中施

入生物质炭后，氮素循环的变化及响应机制，重点分析了生物质炭施入农田引起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后由土壤微生物驱

动的固氮反应、氨化反应、硝化反应及反硝化反应等生物化学反应过程的响应及相关机理。在此基础上，对今后生物

质炭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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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的粮食总量一直超过 5亿 t，但年年

丰产是在长期巨量化肥投入和高度的资源掠夺式开发

大背景下实现的。据统计[1]，全国每年的氮素盈余量约

在 360 ~ 546万 t，这些氮素一部分在土壤中淋失，另

一部分则挥发到大气中。大量的化肥投入引起土壤板

结、酸化、次生盐渍化等破坏了土壤生态环境，长期使

用大量化肥将引起可耕作性土壤退化、大量中低产田出

现和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2]。在土壤生态系

统循环中，氮素循环一直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重点，氮素

转化及有效性直接影响植物氮素营养和氮素在土壤-植

物系统中的利用。土壤氮素包括无机氮(约 5%)和有机

氮(约 95%)两类[3]，有机氮几乎不能被植物直接吸收利

用，经氨化和硝化作用形成的矿质氮是作物吸收主要氮

源[4]。据统计，氮素在中国主粮作物上的平均利用率为

27.5%，而在旱地蔬菜作物上利用率更低，仅为 10%，

仍呈下降趋势[5]。但为了维持作物高产仍大量施用氮

肥，氮肥过量投入严重破坏土壤微生态环境和大气生态

系统。为追求高产而投入大量氮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

盾是各国研究者亟待解决的问题。 

生物质炭(biochar)是由农林废弃物在缺氧或无 

氧的条件下经过高温裂解产生的一种新型土壤改良

剂，因其具有丰富的孔隙结构、大的比表面积、小的

比重、稳定的理化性质和丰富的表面官能团等特性，

将其输入到土壤中势必改变土壤理化性质，从而影响

土壤氮素化学循环。研究发现，生物质炭是通过改良

土壤物理结构来调节土壤中氮素的化学循环。如通过

改良土壤物理特性来调节与氮素转化有关的微生物

群落结构(固氮菌、硝化菌、反硝化菌的多样性、丰

度和活性)，最终影响氮素转化[6]。不仅如此，生物质

炭还能增加土壤中 NH4
+-N、氨、硝酸根等各种形态氮

的含量，汇集作物可用态氮[7-8]。同时，生物质炭还能

减小温室气体的排放及 NO– 
3 -N 的淋失[9]，增加生物固

氮能力，改变氮素在土壤中的迁移动态[10-11]。但是，

大多数研究由于试验条件、生物质炭制作工艺、试验

区土壤质地、生物质炭的性质等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

论，且氮素转化的关键过程对土壤理化性质变化的响

应机制尚无定论。为此，本文综述了近年来国内外关

于生物质炭添加对农田土壤理化性质的改变及氮素

转化关键过程响应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以期为生

物质炭合理施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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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物质炭影响土壤理化性状 

1.1  土壤物理性质的变化 

生物质炭的连接性、丰富的孔隙结构、大的比表

面积、颗粒机械强度和颗粒大小等性质均能影响到土

壤孔隙结构，其对土壤孔隙的影响研究者主要持两种

观点：①生物质炭能够增加土壤孔隙度，且孔隙度改

变能力与其用量呈正相关[12-13]。如 Githinji等[14]通过

设置生物质炭和土壤的不同配比培养试验，探究生物

质炭用量对土壤孔隙度的影响，发现用量分别为

25.0%、50.0%、75.0% 和 100.0%时，土壤孔隙度较

对照分别增加 10.0%、22.0%、38.0% 和 56.0%。

②适量施用生物质炭降低土壤孔隙度，而高量的生物

质炭能增加土壤孔隙度。田丹等[15]用花生壳生物质

炭为试验对象，通过室内水平土柱培养发现，粉砂土

中生物质炭用量为 0.1 g/g时，土壤孔隙度减小，用

量增大到 0.15 g/g 时，土壤孔隙度从 48.0% 增加到

49.9%。Devereux等[16]通过 X-ray计算机扫描土壤孔

隙时发现，当生物质炭和土壤的质量比为 1.5% 时孔

隙度低于对照，当比例增加到 5% 时孔隙度高于对

照处理。这可能是由于生物质炭用量较少时，生物质

炭具有的细粒子结构阻塞了土壤原有的大孔隙，大孔

隙减少、小孔隙增加所致。 

一般认为，不同质地土壤的孔隙度和孔隙结构不

同是导致含水量变化的重要原因。砂质土粒径较大，

保水能力较差，添加生物质炭增加土壤颗粒间的接触

程度，减少大孔隙，增加小孔隙，形成微孔结构，从

而增加保水能力；黏土质地较黏重，生物质炭降低土

壤含水量[17]。除了土壤质地，生物质炭对土壤水分

的影响还受其制作工艺、用量及生物质炭类型的影

响。Novak等[18]研究不同裂解温度(200 ~ 700 ℃)、

不同原料(花生壳、核桃壳、家禽粪便和柳枝稷)制备

的生物质炭对土壤性质的影响，发现当生物质炭用量

相同时，400 ℃ 制备的花生壳生物质炭和 200 ℃、

500 ℃ 制备的柳枝稷生物质炭可以显著增加土壤含

水量，而其他原料制备的生物质炭对土壤含水量影响

不显著，Shafie等[19]的研究同样表明，相同的生物质

炭用量下，油棕榈空果串在 300 ℃ 和 350 ℃ 热解制

备的生物质炭保水能力没有 400 ℃ 制备的强。

Devereux 等[16]基于培养试验，观察生物质炭不同质

量配比下(0.0%、1.5%、2.5%、5.0%)砂壤土含水量的

变化，发现含水量随生物质炭用量的增加而增加。 

生物质炭因其比重远低于土壤，施入到土壤中势

必降低土壤容重，这在不同的土壤类型中得到一致的

结论。Eastman发现[13]，在粉砂土中生物质炭用量为

25 g/kg时，土壤容重从 1.52 g/cm3降低到 1.33 g/cm3，

降幅达 14.3%。陈红霞等[20]以秸秆生物质炭为材料，

基于 3 a定位试验研究了生物质炭和矿质肥料配施对

砂姜黑土的影响，结果表明，施用生物质炭后表层

(0 ~ 7.5 cm)土壤容重降幅为 4.5% ~ 6.0%。房彬等[21]

将玉米和油菜秸秆生物质炭添加到石灰土中发现，土

壤容重随生物质炭用量的增加呈显著降低趋势，当用

量为 50 t/hm2和 100 t/hm2时，土壤容重降低幅度分

别为 14.6% 和 32.5%。生物质炭改变土壤容重不仅

是生物质炭物理机械性能的作用，还与土壤真菌相互

作用有关(生物质炭输入增加了真菌土壤的紧实度，

而菌丝和根系的发展又反过来影响到土壤容重)[22]。 

生物质炭为黑色颗粒状物质，施加到土壤中势必

加深土壤颜色，从而增强土壤的吸热能力，提高土温，

最终影响土壤热量传递、储存及地表能量平衡[13]。

目前关于生物质炭添加对土壤热量变化和能量平衡

的研究报道较少。非洲加纳一砖窑周围木炭散落，窑

周围颜色明显比周围的土壤深，地表的反射率降低了

37.0%，使得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 4 ℃[13]。Ventura

等[23]发现，经生物质炭处理的土壤 0 ~ 7.5 cm土层平

均温度增加显著，7.5 cm以下土层温度变化不明显。

Zhang等[24]基于华中地区长期定位试验发现，生物质

炭对调节 5 cm以上土层温度有显著的作用，与对照

相比，施加生物质炭的土壤夏季高温时土壤温度降低

0.8 ℃，冬季低温时升高 0.6 ℃，具有削峰填谷的作

用，并且土壤昼夜温度的变化也具有这一趋势。 

1.2  土壤化学性质的变化 

pH 降低是农业土壤肥力质量退化的一个重要指

标，据统计[25]，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和酸雨的沉降

作用在 1980—2008 年间全国 6 大类农业土壤 pH 平

均降幅为 0.13 ~ 0.80。土壤中长期存在大量的 H+ 将

提高金属元素的水溶性、作物有效性和迁移性。生物

质炭能降低比自身 pH 低的土壤的酸性及比它 pH 高

的土壤的碱性，且不受制作材料的限制[26]。Chintala

等[27]将 3种原料(玉米秸秆、柳枝稷、松木)制成的生

物质炭分别施入酸性和碱性两种土壤中发现，酸性土

壤中施入生物质炭土壤 pH呈增大趋势，且随着施入

量的增加而增大，碱性土壤 pH 呈降低趋势。Novak

等[18]将核桃壳生物质炭(pH 为 7.3)施入 pH 为 4.8 的

酸性土壤中可以将其 pH 提升到 6.3。可能是生物质

炭含有的 K、Ca、Mg 和 CO2– 
3

 等盐基离子都能溶解

在水中，且生物质炭表面含有大量的含氧官能团，进

入土壤将以交换吸附的方式交换土壤中的 H+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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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3+，导致土壤 pH升高[28-29]。 

在研究土壤调节剂中，阳离子交换量(CEC)能够

用来估计土壤保留/吸收和交换阳离子的能力，是衡

量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一直受到研究者们强烈

关注。Hossain等[30]将生物质炭和肥料混合施加到澳

大利亚悉尼西南地区土壤中发现土壤 CEC 提高了

40%。陈心想等[31]通过盆栽试验将不等量生物质炭输

塿入陕西 土、新积土中发现，施用生物质炭的土壤与

对照相比 CEC提高了 1.5% ~ 58.2%。生物质炭因具

有羧基官能团，氧化过程中形成芳香族炭是提高土壤

CEC 的主要原因。关于生物质炭对土壤电导率影响

的研究较少，作为土壤添加剂的生物质炭的电导性一

般在 0.4 ~ 3.2，生物质炭的添加将改变土壤电导率。 

2  生物质炭影响土壤氮素转化 

2.1  生物质炭对固氮作用的影响 

固氮是特定的条件下将 N2还原成铵的过程
[32]，

生物固氮是固氮微生物特有的一种功能，由含有

nifD、 nifK、 nifH 基因编码的拜叶林克氏菌属

(Beijerinckia)、固氮菌属(Azotobacter)、类芽孢杆菌

属(Paenibacillus)、着色菌属(Chromotium)、假单胞菌

属(Pseudomonas)等微生物类群催化完成反应，由于

nifD和 nifK基因序列较短，因此研究主要基于对 nifH

序列的系统分析[33]。 

一般认为电导率的变化将影响微生物的丰度，尤

其是固氮微生物的丰度。如顿圆圆等[34]以黑土为试

验对象，发现电导率增加的同时好氧固氮菌显著增

加，硝化细菌和亚硝化细菌数量虽有增加，但是不显

著。宋延静和龚骏[35]将生物质炭添加到滨海盐碱土

中发现，生物质炭增加了盐碱土 nifH 基因拷贝数，

提高了土壤的固氮能力，增加土壤氮素含量。孟颖

等[36]通过盆栽试验发现，施用生物质炭能够有效提

高玉米苗期生物固氮能力，促进固氮菌的生长。

Rondon 等[37]利用同位素标记技术发现生物质炭对土

壤固氮菌活性有显著影响，当在退化的土壤中添加

30 kg和 60 kg生物质炭后，大豆中氮素主要来自生

物固氮，大豆中氮素含量与对照相比增加了 49% 和

78%。Quilliam等[38]研究发现，生物质炭虽不能改变

固氮菌数量，但固氮酶的活性却显著提高。综上所述，

施加生物质炭改变土壤电导率，从而影响固氮微生物

丰度和固氮酶的活性，最终影响生物固氮作用。 

2.2  生物质炭对氨化作用的影响 

植物能够从土壤中摄取的氮素主要来自土壤氨

化作用[39]，氨化量反映土壤实际释放氮素的能力[40]。

关于生物质炭施用到土壤中对氨化作用的影响，研究

者持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黑色生物质炭能提

高土壤温度[23]，有利于土壤微生物活性、数量和种

类的增加，促进氨化作用的发生[41]，提高了土壤中

无机氮的汇集[42-43]。例如，当土壤温度在 0 ~ 35 ℃ 

的范围内，应用长期间歇淋洗的试验方法探究温度和

微生物活性关系，发现，随着温度的升高微生物活性

明显增加[39]，土温和氨化量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44]。

而 Deluca 等[45]研究发现，生物质炭对两种土壤的氨

化并无显著的影响。有研究却发现[46-47]，土壤中添加

生物质炭能明显减少土壤微生物生物量氮，降低有机氮

氨化。目前，研究者对生物质炭引起的土温上升与氨化

作用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出一致结论，还需进一步深入分

析不同温度条件下的氨化速率变化及内在机理。 

有机氮和无机氮转化除了受温度的影响外，土壤

水分也是另一重要影响因素[48]。姜翠玲等[49]用蒸渗

仪进行灌溉试验发现，灌水或降雨后会加快有机质的

分解，合成大量的氨。据 Oguntunde 等[12]和 Glaser

等[50]研究，生物质炭发达的孔隙结构能增加土壤的

保水能力，如提高降雨渗入量和土壤含水量等。究其

原因可能是生物质炭具有较低的比重，降低了土壤紧

实度，改变了灌溉水分停留时间、水分渗滤模式和流

动路径[43]。土壤中水分含量的变化将会影响土壤中

铵含量。一是因为溶解在水中的铵以地表径流的形式

流失，生物质炭的保水作用有效地减少了地表径流

量，从而减小氮素损失量。二是生物质炭中含有丰富

的有机碳，对土壤有机碳、有机质和腐殖质含量有显

著提高作用[44]，从而直接提高了土壤可吸持水分含

量和养分含量[28]。另外，Ding 等[51]在浙江嘉兴市观

察竹炭基生物质炭对土壤氮素持留作用的影响中却

发现，生物质炭通过阳离子交换作用对 NH4
+-N 有强

烈的吸附作用，是增加土壤中 NH4
+-N的重要原因。 

土壤中铵盐含量受土壤温度、水分含量和阳离子

交换作用的共同影响，适宜的温度、水分含量及阳离

子交换能力是保持土壤生产潜力的重要保证。因此，

应加强添加生物质炭的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响应

机制研究，为明晰生物质炭是否能够提高能被植物吸

收利用的 NH4
+-N含量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2.3  生物质炭对硝化作用的影响 

硝化作用的第一阶段(限速反应)由含氨单加氧

酶基因 amoA 的氨氧化细菌 (ammoia-oxidizing 

bacteria， AOB)和氨氧化古菌 (ammoia-oxidizing 

archaea，AOA)来驱动 NH3转化为 NH+ 
2 -OH [52-53]。这

两种细菌在全球土壤、海洋和湿地等生态系统中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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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在氮素循环中起重要的作用[54]。硝化反应的

第二步NH+ 
2 -OH的氧化作用由催化反应的 nxr基因主

导完成[55]，与氨氧化微生物(几乎仅限于单源种属)

相比亚硝化细菌分布十分广泛，包含硝化菌门(硝化

球菌、硝化杆菌、硝化螺菌和硝化刺菌)以及变形菌

门的 α、β、γ和 δ纲类[56]，受氨氧化反应的地位和硝

化作用活性等的影响，亚硝化作用一直未受到研究者

的重视。 

土壤微环境中，酸碱度[57-58]、含水量[59]、养分

含量等微小的变化均会对 AOB 和 AOA 群落结构造

成重大影响[53]。王晓辉等[60]将稻秆生物质炭施入到

酸性土壤中，结果表明，土壤中 AOB 的丰度和 pH

均增加，进而增加了土壤的硝化潜势。Ball等[61]的研

究发现，生物质炭通过增加酸性森林土壤氨氧化细菌

的丰度来提高土壤的硝化速率。因此可以推测，可能

是生物质炭的添加使土壤 pH变化，引起氨氧化细菌

丰度的增加，最终增加了 NO– 
3 -N含量。Taketani等[62]

比较含碳量极高的亚马逊黑土(Terra Preta)和普通土

壤的 amoA 基因拷贝数时发现，亚马逊黑土(农耕条

件下)的基因拷贝数显著高于普通土壤，但当人为输

入生物质炭时却发现对硝化过程有抑制作用。可能是

生物质炭添加到土壤中能够释放 α-松萜(一种硝化抑

制剂)抑制硝化反应的进程[8]。Kookana等[63]则提出，

NO– 
3 -N 含量增加的原因可能是施用生物质炭后降低

了土壤酚类化合物浓度，促进硝化细菌的增长，从而

间接地促进硝化作用的发生。武玉等[64]和 Steinbeiss

等[59]却认为，生物质炭加速硝化作用，抑制反硝化

作用主要是通过改善土壤孔隙结构和通气状况，增加

溶氧量来改变 AOA 和 AOB 活性实现的。对施入生

物质炭的土壤中影响氮素转化关键过程的因素缺乏

系统的研究，应运用统计分析和试验验证相结合的方

法进行系统的分析。 

生物质炭不仅能影响 NO– 
3 -N的合成，而且通过

阳离子交换作用对其迁移也有影响，但与生物质炭裂

解温度有关[65]。Kameyama等[66]发现，裂解温度对氮

素的吸附能力有显著的影响，在 700 ~ 800 ℃ 下裂

解的蔗渣木炭对 NO– 
3 -N有吸附作用，尤以 800 ℃ 制

备的生物质炭对 NO– 
3 -N的吸附作用明显。Singh等[65]

以稻壳、家禽粪便和树木基生物质炭为试验材料，发

现生物质炭制作工艺对氮素的固持能力有着重要的

影响，550 和 400 ℃ 制成的生物质炭对 NH4
+-N 和

NO– 
3 -N有较强的吸附性能。 

土壤中的氮素是一个动态转化的平衡体系，生物

质炭通过改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影响矿质态氮素的存

在形态和比重，尽管大量的文献证明生物质炭通过改

变微生物群落结构和阳离子交换能力能够有效地控

制氮素的流向，提高氮素的利用效率，但不同的裂

解温度下制得的生物质炭对氮素迁移的影响尚不明

确，关于生物质炭的制备工艺目前尚无统一标准，

亟待弥补。 

2.4  生物质炭对反硝化作用的影响 

有些学者发现[67]，生物质炭施入土壤中能够增

加土壤通气性，促进好氧微生物生长，抑制厌氧微生

物繁殖[68]。而反硝化作用是在缺氧的条件下发生的，

施加生物质炭增加溶氧量将抑制反硝化作用的发生，

减小 NOx、CH4等温室气体的形成和排放。近年来关

于生物质炭减少 NxO 排放受到各国研究者的高度关

注。农业生产中，农田和牧场是主要的排放源。相关

研究证实[28, 45]，将生物质炭施入农田中，N2O 排放

量显著降低。Singh等[65]发现，生物质炭通过降低土

壤的紧实度(容重)抑制反硝化细菌的增长，当生物质

炭适用量为 10 t/hm2时，N2O的排放量降低了 73%。

生物质炭施用不仅能够降低 NOx 的排放，且对减缓

CH4等的排放也有很好作用
[28]。在明尼苏达州的室内

试验中也发现[69]，锯末炭(500 ℃)添加到土壤中，

N2O、CH4和 CO2排放量较对照均有所降低。可见生

物质炭的应用对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有重要的价值，

是温室效应的大功率“减压泵”。也有研究报道称施

入生物质炭，N2O 的排放量反而增加
[70]。此外，将

不同施用量和不同种类的生物质炭施用到不同类型

农业土壤中，N2O的排放量也不同。目前，关于生物

质炭施用对 NOx、CH4和 CO2等温室气体排放的研究

还停留在排放特征阶段，对其内在的机理缺乏验证，

对反硝化细菌的功能标记基因运用分子生物学的手

段开展研究，将对揭示生物质炭引起的功能微生物多

样性和功能性转变机理有重要参考价值。 

简言之，生物质炭通过改变土壤水分状况直接或

间接地影响土壤微生物，微生物又是氮素循环的“发

动机”，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此后应加强生物

质炭对农业土壤中功能微生物群落结构及某一类或

某一种微生物丰度的变化引起的固氮作用、氨化作

用、硝化作用、反硝化作用强度和氮素流失途径的研

究，对于合理评估氮素地球循环有着重要的意义。 

3  研究展望 

在面对日益凸显的耕地土壤退化、大量中低产田

和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大背景下，适

应农业经济低碳发展的需要，拓展研究平台，加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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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间交流合作，评估生物质炭在改善土壤和生态系统

中扮演的地位、作用、效果和效益，以不一样的视角

看待和加强生物质炭在农业领域上的基础研究成为

国内外备受关注的问题。在农业纵深领域，将生物质

炭应用于农业土壤后对土壤、作物、温室气体等的作

用机理受到各国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同时加强生物质

炭应用于农业土壤的潜在威胁方面的研究，为更有效

地利用生物质炭提供理论指导。 

3.1  明确生物质炭在生态系统氮素循环中扮演的

角色和长期的影响 

将生物质炭应用于农业土壤，将会长期地存留土

壤中并参与到氮素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由于反应

进程缓慢，施用到土壤中引起的反应要经过长期的定

位试验和系统的分析。但目前关于生物质炭的研究方

法主要集中在土柱模拟、实验室机理分析、盆栽试验

上，虽存在短期的(数月至 1 ~ 2 a)田间定位试验，但

不能综合评价由生物质炭所引起的氮素迁移和转化

的影响效应。因此，应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建立生

物质炭应用于不同质地的农田中土壤微环境和土壤

氮素转化的长期试验站，跟踪生物质炭引起的生物地

球化学循环效应，以其揭示长期施用新型的土壤改良

剂和修复剂(生物质炭)的土壤对氮素循环可能产生

的长远影响。 

3.2  研究生物质炭应用于不同类型农业土壤的影

响效应 

生物质炭对土壤氮素循环的影响具有局限性，因

此，未来研究应注重在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土壤中施

用不同工艺、不同材料生产和不同用量的生物质炭的

适应性，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和环境安全。不同类型的

土壤固有的理化性质和生物群落结构存在很大的差

别，不同量、不同特性的生物质炭应用于不同类型和

不同区域的农业土壤因其条件的复杂性而发生不同

的作用效果，加强生物质炭与土壤结合施用的耦合试

验研究是解决生物质炭对不同类型土壤影响效用研

究的有效方法。 

3.3  完善生物质炭应用于农业土壤对肥力改良效

应的评价体系 

土壤长期稳定的肥力状况不仅关系到我国粮食

的增产，而且是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增产稳产的关键。

虽然大量的研究表明土壤中添加生物质炭对改善土

壤结构、增加地力与肥力状况作用显著，但目前为止

生物质炭对土壤改良效应的评价体系并未形成。在综

合评价生物质炭的改良效果的评价中确立适宜的评

价指标将直接影响评价结论的真实性、科学性和合理

性。因此，评价指标应涉及对土壤物理、生物、化学

等特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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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cause of special physiochemical properties, biochar can be applied in farmland to improve soil fertility and 

quality and to promote the growth of crops, so it has become a study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agricultural emission reduction and 

biological nitrogen geochemical cycle in soil microecosystem. As the extraneous material of soil, biochar i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soil nitrogen turnover, thus has an long-term impact on the existence and supply capacity of nitrogen in 

soil.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hange and response mechanism of nitrogen turnover after biochar being fertilized in soil with 

emphases on biochemical reaction processes, such as ammonification, nitrification, denitrification and nitrogen fixation driven by 

microorganism after soil physiochemical changes caused by biochar application. Meanwhile, the study prospects of biochar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Soil physical properties; Soil chemical properties; Nitrogen cycle; Microorganism 

 


